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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劳德·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与解构主义文论对文本信息的关注有所共鸣。在Ｎ·
凯瑟琳·海耶斯提出的“信息视角”的研究范式下，香农和魏佛在信息论中提出“噪音”理论与法国

哲学家罗兰·巴特、米歇尔·塞尔的文本“噪音”的理论形成关联。该视角试图跳出传统研究“科学

与文学”关系的纵向模式，采用“文化同构性”的横向理解方式，揭示信息论和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从

不同角度对“混沌和秩序”这一时代话语的回应，发掘信息理论现在的人文内涵以及解构主义批评

对信息论的反思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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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视角”的内涵

１９４８年，克 劳 德·香 农 在《贝 尔 系 统 技

术期刊》７月 和１０月 版 发 表 了 论 文《通 信 的

数学理论》，这篇论文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

被誉为信息时代的大宪章。信息论是运用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信息、信息熵、信

息系统、数据传输、密码学、数据压缩等问题

的应用学科。香农所开辟的领域本属于数学

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让他本人也始料未及

的是信 息 论 很 快 被 运 用 到 理 工 科 的 众 多 领

域，在哲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也

引起反响。

当我们试图在文学和信息论之间搭建联

系时又冒着风险。一方面，我们可能会 面 临

司空见 惯 的 指 控，“误 解 和 误 用 科 学 概 念”。

诚然，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科学概念很难得心

应手，毕竟科学生产和文学生产的目的和方

式有所不同。就信息论而言，香农坦白 自 己

对语义不感兴趣，然而人文学科主要关注的

是意义的产生、符号的生产、传播和交换，这

看似成为信息论和文学研究之间不可逾越的

鸿沟。事实上，信息论与解构主义文学 批 评

在某些方面确有极为相似的思考路径，这说

明科学和文学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深层、

隐秘的联系。

另一方面，将文学和科学 相 结 合 的 研 究

通常是建立在科学概念“影响”了作家的假设

上，因此，大部分工作是要向读者证明“作者

意识受到了科学观念的影响”［１］１１９。Ｎ·凯瑟

琳·海耶斯认为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严重的误

导性，不符合文化形成和传播的规律。她 言

道：“因为这种范式想当然地认为是科学‘影

响’了文学，这就暗示了科学在文化中地位更

高，而 不 只 是 作 为 文 化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１］１１９强调 科 学“影 响”文 学，不 仅 将 科 学

凌驾于文学之上，而且还危险地抹杀掉了科

学和文学之间隐匿深奥的互动关系，两者应

该被视为是一种文化，它们会对同一问题或

现象产生不同形式的追问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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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 斯 没 有 采 用“影 响”的 纵 向 研 究 模

式，而是 设 计 了 一 种“横 向 研 究 模 式”，认 为

“科 学 和 文 学 都 是 文 化 内 部 力 量 作 用 的 结

果”［１］１２０她试图去“理解塑造文化整体的各种

因素”，而不是去 论 证“直 接 影 响”。于 是，海

耶斯提出“信息视角”的概念。“尽管技术上

对信息的定义非常复杂，但是信息视角的本

质却很简单”，即“把信息看作是世界上除了

其他物质或能量之外的实体。”［１］１２０在这个意

义上，“它 不 仅 是 指 ＵＰＩ上 发 布 的 新 闻 或 是

电脑上输出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让我们真

切地感觉自己活在‘信息时代’”，“它同样意

指可以被严格量化的实体，可以用科学仪器

和数学方程来测量。”［１］１２０海耶斯对“信息”的

理解与香农的信息论是一致的，香农认为信

息如同火、水、热能，是构成世界的一种实体，

他发明 了“比 特”（Ｂｉｔ）的 单 位 来 测 量 信 息。

那么，这种对信息的理解具有什么意义呢？

一方面，海耶斯的“信息视角”拓展 了 我

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狭义的“信息”概念，

信息不只是与“新闻”和“电脑”相关，而且是

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世界万物存在的一种

方 式，这 就 把 信 息 纳 入 哲 学 本 体 论 的 思 考。

在本体论的体系下，通信传播信息，语言也传

播信息，这肯定了“信息”多样性。这一认识

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昭示了一种“信息文化”，

科学的信息和文学的信息都是该文化的组成

部分。

另一方 面，海 耶 斯 指 出，“信 息 是‘混 沌’

（ｃｈａｏｔｉｃ）的 一 种 形 式，在 本 质 上 是‘无 序

的’”［１］１２４，这与人 们 对“火”“水”等 基 本 元 素

的理解相同。自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起，科 学 领

域和社科领域对“秩序和混沌”展开了整体反

思，“混沌不再是秩序的对立面，而是先于秩

序的现在，秩序产生于混沌”。这种观念在当

时出现在许多科学领域，如不可逆热力学、非

线性动力学、算数复杂性理论、气象学，当然

还有信息论。与此同时，文学理论领域 的 解

构主义也反思了文本“秩序”和文本“混沌”的

关系。这种文化的同构性是我们在科学信息

论和文学信息论之间搭建起桥梁的基础。

基于海耶斯提出的“信息视角”，本 研 究

要发掘信息论潜在的人文内涵，思考它与罗

兰·巴特和米歇尔·塞尔的文学思想如何产

生了共鸣和相互作用，揭示“信息视角”对当

代文学批评的借鉴价值。

二、香农和魏佛的信息论

在本质上，香农是将“信息视角”运 用 于

通信领域，他认为信息是构成通信的实体，可

以量化，可以测量。香农致力于研究信 息 传

播的有效方式，他的目标是纯科学性的，《通

信的数学原理》一书开宗明义，“通信的语义

与工程问题没有关系”［２］２。虽然香农不关注

“语义”，但他的理论却具有潜在的人文内涵。

香农与人文社科最大的共鸣就是确立了

“噪音”对通信的重要意义。香农认为噪音也

是 信 息，信 息 必 须 依 赖 噪 音 才 能 有 效 传 达。

虽然香农将噪音定义为“信号中所有信息源

意图以外的东西”［２］７，他的意图是要“除噪”，

但是他发现噪音也是信号的组成部分，而且

包含最大的信息量。香农指出，“在通信理论

中信息这个词代表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

你可能说什么。”［２］８他认为，一条信息如果完

全可预见，那就是无效信息，信息越不确定，

包含的信息量反而最大，只有噪音干扰才能

促成有效通信。这就肯定了在“秩序”世界里

“被排斥”“被他者化”的“噪音”是有价值的。

不仅如此，香农把噪音与信息选择的自由联

系起来，认为“信息能够衡量一个人的选择自

由”［２］８－９，“选 择 的 自 由 度 越 高，不 确 定 性 越

大，接收 到 的 信 息 量 也 就 越 大”［２］１９。噪 音 增

加了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度。

然而，香农虽然发现噪音承载大量信息，

但从工程师的视角出发，他认为成功的通信

行为就是“收到了的信息与发出的信息完全

一致”［２］７。他 强 调 对 信 息 源 意 图 的 复 制，因

此必须把作为信息源意图之外的噪音排除在

通信过程之外。

华伦·魏佛在１９６３年版的《通信的数学

原理》的“介绍”中对香农的信息论提出修改

建 议。魏 佛 将“噪 音”向 前 推 进 到“语 义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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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对于香农的“技术噪音”，他提出“语

义噪音”的概念，“语义噪音干扰和扭曲信息

源发出的信号意义，这不是信息源的意图，但

却影响了结果，语义解码必须要把语义噪音

考虑在内。”［２］２６首先，“语义噪音”说明噪音不

仅是信息的组成部分，还产生“语义”，因此通

信过程中也要把噪音的意义考虑在内。这就

是说，不仅“秩序”有意义，“混沌”亦有意义。

其次，魏佛认为噪音产生的意义在信号发出

源意图之外，“语义接受者”需要对信息进行

二次解码。因此，就改变了以信息源意 图 为

标准的模式，信息的接受者也具有能动性。

同香农一样，魏佛也认为 通 信 的 效 度 主

要在于除噪，噪音虽然有意义，但也是无效信

息。科学先肯定了“混沌”的重要作用，但最

终还是在科技理性指导下，要消灭“混沌”，这

注定了科学的信息论和人文学科的信息论虽

有共鸣，但必将走向分歧。

三、巴特的“Ｓ／Ｚ”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和米歇

尔·塞尔是将“信息视角”运用于文本批评的

代表人 物。巴 特Ｓ／Ｚ（１９７０）一 书 中 的 思 想

可以归纳为“信息论式”的解构主义文学交流

理论。

首先，巴特对文本的定义体现了“信息视

角”的内涵，他认为信息是构成文本的实体。

巴特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定义了“文”（ｔｅｘｔｅ）。

在Ｓ／Ｚ 的“六 十 章，编 织 物”中，他 指 出“文

（ｔｅｘｔｅ）、织物 及 编 物 是 同 一 物 件”，“犹 如 瓦

朗西安花边的制作，每个线头、每个符码，都

是种声音；这些已经编织或正在编织的声音，

形成了写作”［３］２１８，可见巴特所言之“文”不是

已经编织好的产品，而是意义还在不断生成

中的文。在《文 之 悦》中，巴 特 提 出 了“文 之

悦”的美学，即“大音写作”，“其将表达之物交

给了 通 信 之 规 则 符 码；其 属 于 生 成 之 文

（ｇｅｎｏｔｅｘｉｔｅ），属于意指过程”，并非借助于表

现力［４］。因此，在 巴 特 的 种 种 比 喻 指 向 的 都

是文本的信息编码，巴特与香农的差别也显

而易见，巴特强调“文”的不断“延宕”性，是要

释放意指过程，而香农恰恰相反，为了有效地

通信，他期望通过正确的编码来控制意指过

程，这就是“除噪”的目的。

其次，巴 特 将 文 学 定 义 为“‘噪 音’的 艺

术”，而“读者阅读到的，是一种反通信”［３］２００。

他将“阅读过程”比喻成“通信过程”，作者是

“信息源”，文本是“消息”，“歧义”是“语义噪

音”，而 读 者 是“语 义 接 受 者”和“信 息 接 受

者”。这个过程与 魏 佛 在 香 农 的 模 型 基 础 上

修改后的模型十分相似。巴特将“读者阅读”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一反以“作者”

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在Ｓ／Ｚ的序言“写

下阅读”中，巴特指出，创作逻辑与阅读逻辑

不同，“创作引导意义或结论”，“‘阅读’则是

相反……它 驱 散、散 播”［３］２。巴 特 认 为“阅

读”激发出了意指过程，在此过程中，意义“延

宕”，多种意义被联合而不是被区分。恢复读

者“阅读”就是让文本“能被自由地理解”，这

是在作 者 权 利 下 被 压 制 的 东 西［３］２。在 此 基

础上，巴 特 提 出 将 读 者 阅 读 作 为 一 种“反 通

信”，因为“读者所消费的，恰为此通信内的缺

陷、信息的不忠；整个结构动作，为读者所设，

且被视作最珍异的滋养供给他，乃是一种反

通信”［３］２００。如果在香农那里，通信是由信息

源（作者）所决定的，有效的通信就是接受者

（读者）接收到的信息与信息源（作者）发出的

信息相同。在巴特这里，作者发出的信 息 在

通信过程中进入意指过程，生成了许多意义，

而读者阅读能够激发文本潜力，唤起被作者

忽视或压抑的意义生成规律。

“反通 信”之 第 二 层 内 涵 是 读 者 阅 读 对

“噪音”（歧义）的积极接受。巴特认为读者对

文本“噪 音”，即“歧 义”的 接 受，就 是“反 通

信”。“相对于理想的纯净信息（如在数学中）

而论，接受的歧义，便构成了一种‘噪音’，它

使通信处于朦胧、无凭、碰巧的状态：不确定

的状态。然而以某类通信为目标的话 语，发

出了这种噪音或不确定性：读者接受了它们，

就能 以 之 为 食；读 者 阅 读 到 的，是 一 种 反 通

信；又，假若设定此双重理解远远溢出双关语

或含混的有限框架，并以各种形式与密度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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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入全部古典写作的深处（就是根据它对多

义的喜好），则文学实为‘噪音’的艺术。”［３］２００

在香农定义的通信模型 里，噪 音 是 必 要

的，它 帮 助 实 现 信 息 的 有 效 性，但 噪 音 又 是

“无意义”的信息，最终要被除掉。然而，巴特

所言之“噪音”是文学生产中固有的，无论是

作者故意而为之，还是语言能指本身的延宕

性，文本都会产生歧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巴特认为，这正是读者阅读视为甘之如饴的

文学营养。这就摆脱了香农的工具理 性，在

真正意义上肯定了“噪音”的价值。文本的歧

义实现了文本最大的信息化，或借用香农的

字眼，即“信息的熵化”。

巴特用这种视角来解读巴尔扎克关于艺

术的小说《萨拉辛》。故事讲述的是艺术家萨

拉辛爱 上 了 意 大 利 歌 剧 家 赞 比 内 亚，认 为

“她”是美的化身，后来赞比内亚阉人的身份

暴露，萨拉辛死于另一个赞比内亚的追求者

的手下。Ｓ／Ｚ的书名中，“Ｚ”是个具有异常、

偏离、脱离性质的“噪音”，代表着残缺的赞比

内亚，与 完 美 的“Ｓ”，即 艺 术 家 萨 拉 辛 对 抗。

小说的主题显然是对巴特所言之“读者阅读”

的隐喻，艺术家萨拉辛眼中的赞比内亚是他

创造的完美幻想，而赞比内亚是残缺的，这个

真相对 抗 了 作 者 萨 拉 辛。巴 特 重 读《萨 拉

辛》，从 读 者 视 角 切 碎 文 本 而 解 构 基 于 作 者

（信息源）的“总体性”和“完整性”，让意义在

碎片式的读者阅读中产生，增加文本的复义

性。更重要的是，巴特提出了“含蓄意指”的

概 念，而 读 者 阅 读 激 活 了 文 本 的 含 蓄 意 指。

含蓄意指 是 通 往“多 义”和 文 之“复 数”的 经

途，是指此文与诸文的内在互设，它是意义。

谈到含蓄意指的功能性时，巴特指出，“含蓄

意指照例是施放复义，败坏通信的纯净：乃是

蓄意发出的‘噪音’，精心布局，将噪音引入作

者和读者的虚拟对话内，简质地讲，含蓄意指

是一 种 反 通 信（文 学 是 一 种 故 意 的 乱 拼 误

写）。”［３］２００

我们无从确认巴特是否 读 过 香 农 的 书，

但他了解通信而且对之形成了自己的反思。

如海耶斯所言，我们不应该将此理解为是一

种直接的影响，而更应该将之看作是“科学”

和“文学”在一种文化下“共生”的经典范例，

催生了香农对密码学兴趣的是二战对通信的

需求，巴特也经历过二战，而Ｓ／Ｚ 也 是 在 法

国五月风暴的游行者们举着收音机游行，“声

音”即为“言说”的背景下写成的。

四、米歇尔·塞尔的“喧嚣和骚动”

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其名著

《万物本源》（１９８２）一书中也采用“信息的视

角”，书中将繁多冗余的“噪音”看作是世界的

本源，并 将“噪 音”纳 入 哲 学、美 学 的 范 畴。

《万 物 本 源》一 书 原 本 叫 作《喧 嚣 和 骚 动》

（ＮＯＩＳＥ），“这个 词 在 古 法 语 中 是 喧 闹 愤 怒

之意，即表示物的骚动与人的愤怒；它所指示

的是原 初 的 混 沌”［５］封 底。作 者 要 描 述 自 然 界

和人类文化中初始的混乱与繁多，即万物生

产的本原，他从这种喧嚣噪声出发聆听世界

上万物和各种信息交流的形成，所以改为现

名。这一修改，可见塞尔想要彰显“噪音”的

本体论内涵。

塞尔本人是 数 学、文 学、哲 学 学 士，尽 管

他很可能读过《通信的数学原理》，但是真正

影响他的是莱布尼茨，正是这位德国数学家、

哲学家提出了“单子论”，并提醒世人所面临

的时时处处的“繁多”，他的名言就是“众多可

能的世界中最好 的 一 个”。塞 尔 从 莱 布 尼 茨

借来了“众 多 可 能”的 概 念，但 却 不 认 为“单

一”就高于“众多”。塞尔坦言，“繁多”就是这

本书的 目 的，他 要 揭 示“繁 多”的 本 来 面 貌，

“它是一个没有确定性、没有要素，也没有界

限的总体”，“从局部上说，它不是分开来的具

有特性的个体，从整体上说，它也不是众多个

体的总和”［５］５。

在哲学意义上，“繁多”就是“可能性”，也

是一切生机的体现；维护“繁多”就是维护“可

能性”、维护“生命力”，哲学鼓励尽可能多地

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哲学家是繁多性的守

卫者”，政治和科学都不喜欢“繁多”，都拒绝

“可能性”，“为了保卫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

加削减……科学也在合谋，虽然它修剪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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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 进 一 步 接 近 它 所 探 索 的 真 理。”［５］３０－３１然

而，在论 述“繁 多”时，塞 尔 始 终 没 有 脱 离 对

“噪音”的哲学 思 考。科 学 地 看，塞 尔 在 这 本

书中始终把“数量”上的繁多和“声学”中的繁

多放在一起，“‘繁多’在声学中的体现，是噪

音”［５］９。与莱布尼茨相同，塞尔强调“体验”，

繁多只能体验出来，而他在众多感官体验中，

唯独推崇“听觉”体验。在塞尔看来，听觉的

归并能力更适合去体验“繁多”，听觉贵在归

并，而其他感官贵在区分。塞尔不仅提 升 了

往往被认为次于视觉的听觉的地位，而且还

要重申“噪音”在 语 言 中 的 作 用。他 反 问 道，

“我们的语言是否因为取走许多咄咄逼人的

美人，大量剔除骚动的风暴、噪音和狂暴，就

会变得高雅不俗，成为准确的交流语言，法学

家和外交官的公正而有分寸的天平，变得确

切突出，没有颤音，略显严峻的语言，从而成

为畅通无阻的渠道呢？”［５］９如此，塞尔形而上

的噪音与香农和魏佛的噪音论产生了某种共

鸣，塞尔也暗示到，没有噪音的语言和信息交

流不一定就有效。

那么，对于塞尔而言，噪音是什么？噪音

是“可能性”，因为“噪音不可能是一种现象，

因为一切现象都从噪音脱出”；噪音是“不确

定性”，因为“它存在于各种现象的轮廓之下，

如同多变的蝾螈一样，呈现出各种外貌、智慧

和体肤”［５］１７；噪音是“生命力”，因为“我们开

始听到世界和历史的噪声与狂怒，这就是喧

嚣与骚动”，噪音也是去权力和去阶级的，因

为，噪声只归并，不分离。如此，“噪声”，如繁

多，成为塞尔的一个重要的形而上的隐喻，它

从一个科学上的声学概念转化成了一种哲学

概念，可以描述世界、时间、历史等各种抽象

概念。

最终，塞尔借巴尔扎克的小说《无名的杰

作》来言说一种“噪音”和“繁多”的美学。小

说讲述的是三个画家的故事，年轻的法国古

典主义画家尼古拉·普桑，当时还未成名，成

年的法国宫廷画师弗朗索瓦·波尔比斯，还

有巴尔扎克虚构的人物，暮年的油画大师弗

伦霍费尔，三位画家都在画一幅叫作《咄咄逼

人的美人儿》的肖像画，但是手法和风格却不

同。塞尔是这样描述的，年轻的普桑“用单线

条勾画出那幅画，画得轻巧迅速，精细准确”，

“这准确的边缘对它的确定性毫无疑虑”，但

是成年画家波尔比斯的画“处处都显出双重

性，这个是油画，那里是素描，这里是弗朗德

勒风格，那里又是意大利风格，这里生硬而不

柔和，那里又炙热火爆”，“线条有些微颤，他

犹豫 不 决，举 棋 不 定”。老 画 家 弗 伦 霍 弗 尔

“没有把人体外形画得线条清晰分明……而

是在人物的轮廓上铺开一片半明半暗的、金

栗色的暖色云雾，使人无法确切指出轮廓和

背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接合的。”［５］２０－２２

显然，普桑的画风代表着一种“精确”的

美学，“精准”代表着“确定性”，他的线条圆润

光滑，没有造次和冗余，形式在普桑的画里是

精准、单一、缺少变化。但塞 尔 认 为，这 种 确

定性恰恰体现了普桑的“单纯”和“学徒”的稚

嫩，虽然他 的 画 技 已 经 让 他 崭 露 头 角。［５］２０塞

尔指出，“从普桑到波尔比斯，单纯变成两重

性”，“从做学生到成为大师，决心却消失了，

中断了，提高到得心应手的地步，也就是提高

到了心虚忧虑、不得安宁的地步。”［５］２１波尔比

斯的画作已经体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是一种

“二元”的不确定性美学。“两种动作和两种

意图、两种目的和两种表现”，波尔比斯的线

条已经有了“分 叉”和“芒 须”［５］２２。但 是 塞 尔

认为，尽管波尔比斯的画上处处体现出一种

矛盾性，但是人形依旧可见。在与情人 不 清

不楚的关系中，波尔比斯依旧期望着能“删减

分叉，去 掉 线 条 上 的 芒 须，他 又 回 到 了 正

路”［５］２２。然而，老画师弗伦霍弗尔的“云遮雾

障，模糊不清”画作只是一幅草图，普桑、波尔

比斯试图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像通常惯例那

样，在寻找如同舞台的画面布局的透视法”，

但这正是他们的愚蠢［５］２３。在塞尔看来，老画

家的画作就是“美的喧嚣和骚动”，代表着一

种“噪音”美学，即形式和现象在噪声中产生，

“必须在语言中游泳，并且完全沉浸在它的噪

声之 中，才 能 产 生 紧 凑 的 造 型 艺 术 或 诗

篇”［５］２４。“噪 音”代 表 着 混 沌、可 能 性 和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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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藏，就像是海神普罗透斯的预言，而现象

和信息最终会在噪音中浮现，那就是隐约在

画作中的代表生命力的女人的“脚”。塞尔这

样描述这幅画的艺术效果，“从近处看，画面

上仿佛云遮雾障，模糊不清，可是，退两步来

看，整个画面却显得突出有力，把一切都衬托

显露出来 了。”［５］２４弗 伦 霍 费 尔 增 加 扩 大 了 波

尔比斯的“双重疑虑”并逐渐走向了“繁多”，

就如“高处的河道，犹如双重疑虑开始时是均

衡的，后来便像是七枝的烛台，分叉增多，又

像一束花卉，像灌木丛，像乔木林，浓密的头

发、纤细的血管和原纤维网，无穷尽的疑虑不

安的网络”［５］３４。老 画 家 没 有 修 减 枝 条，没 有

清除掉自己的犹豫不安，却使可能性滋长，反

而回归到生命本源的繁多，获得一种生命力。

塞尔 以《无 名 的 杰 作》为 例 去 论 证 一 种

“噪音”美学的效果，而他认为这种美学也符

合一种新的认识论，即从混乱无知中去感知

世界，以此对抗莱布尼茨从“渺小中感知”的

认识论。回到美学 层 面，“噪 音”美 学 就 是 以

“繁多”和“混乱”为“美”，在艺术上打破精准、

理性的艺术再现形式，也是一种反现实主义

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此，塞尔与香农和 魏 佛

之间的区别也清晰可见，两位科学家们认为

噪音是 非 本 意 地 加 入 通 信 信 号 中 的 所 有 东

西，不是故意添加的，而塞尔认为在文学和美

学批评中“噪音”是作者故意而为之，以达到

某种艺术效果，就像老画师的画作。

总之，香农、巴特和塞尔在自己的研究中

都采用了一种“信息视角”，只不过香农的目

的是为解决“通信”中的技术问题，香农虽然

肯定了“噪音”在通信中的作用，但是止步于

工具理性思维。巴特试图解构作者对文本信

息的权力，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解读“文本噪

音”的过程，而塞尔则用“噪音”和“繁多”来解

构现实主义美学，两者都真正肯定了在文本

信息传达中“噪 音”（歧 义 或 冗 余 繁 多）的 作

用，认为“混沌”和“无序”正是文本信息存在

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巴特和塞尔是对科学信

息论的延伸和反思，赋予了信息理论一种人

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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